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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收入分配政策与革命建设的胜利之路

陈 自 芳

摘 要：党的收入分配方针政策的变化经历了从民主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

对平均分配；改革开放后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

裕。在收入分配政策应如何根据革命策略进行调整，如何切实推行按劳分配，如何促进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何时突出推进先富帮助后富，如何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等问题上，党的正确判断和决策都有效推进了

革命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各方面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共享发展成果的小康社会得以初步建成。未来的收入分配政

策需要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解决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以及鼓励民众创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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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经

济建设中取得了节节胜利，而党动员人民群众最根

本的依靠，是对于社会财富和收入如何合理分配的

方针和政策。本文拟对党百年来关于财富及收入

分配的政策进行回顾，探讨其对于革命和建设的巨

大推动的经验。

一、百年以来党的收入分配政策的

历史变迁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告其代表的是

中国社会处于底层的工人阶级和普通农民的利益，

这一核心特征始终没有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具体

的形式内容会发生较大变化，可以区分为以下 5个
时期。

1.摆脱剥削阶级的政治压迫和残酷剥削，建立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

（1921—1949年）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中的主要经济目标是“废

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

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党鲜明地提出“打土

豪分田地”，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城市中要摆

脱外国资本及官僚资本的残酷剥削，让每一个工人

能够得到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和劳动保护。党的

经济纲领成为千万劳动大众积极参与革命的根本

动力，使我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2.新中国成立后以集中调配、平均主义为特点

的高度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的是经济极度崩溃、财

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劳动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身解

放，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党以巨大的政治气魄，

迅速修复战争创伤，并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这一时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存

和社会安定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有限的资源

集中统一调配，采取相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其

结果也必然是低水平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党选择优

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国家战略，这就需要采取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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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经济政策，以使政府能有效控

制生产剩余，保证稀缺生产要素以低价格配置到重

工业领域。另一方面，当时党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指

导思想上存在某些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偏

重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逐渐演化为以集中化、

低水平和平均化为特点的收入分配政策，具体表现

为在农业和农村，为积累工业化的资金，广大农民

长期做出了牺牲。1953年起，中央先后出台《农村

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等文件，取缔了原有农产

品自由交易市场，国家获得了对农民“钱袋子”的直

接控制权。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迅速推

进。集体经营体制近乎完全取代了家庭个体经营

体制，社员按工分取酬，生产效率有所下降，农业产

出不足，再加上补给工业发展的扣除，农民最终收

入越发微薄。据许经勇测算，1952—1978年，我国

农业为工业提供的积累资金达5100亿元，约占同期

农业净产值的三分之一①。1957—1978年，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仅为2.3％②。

在城市，随着私营部门的消除，绝大多数从业

者转为国营企事业单位或集体企业职工，其工资与

国家行政人员一道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制的分

配体系中。1956年，《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

级制度》规定，从业人员按等级获得工资，无论是等

级工资标准还是职工等级升迁，都由行政机构决

定，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城市职工收入的干预

管控。在当时社会剩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职工工

资处于相对较低水平。1957—1978年，国有企业从

业人员年平均货币工资最高为 661元，城镇集体单

位为 571元。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4元，到1978年增长至343元，年均实际增长0.8％。

3.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切实实行按劳分配，允许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初期 （1978—
1991年）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

以发展商品经济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收入

分配体制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突出体现为按劳

分配原则得到切实遵循，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逐步

被破除。邓小平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

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

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

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按

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只

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③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首先从农村地区展开。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为了生存，冲破禁锢

实行了包产到户。1979年，党中央因势利导允许实

行包工到组，在生产队统一经营与核算下按产量计

酬，但“分田单干”仍是明令禁止的。直到1980年1
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联产就需要承包”。包产

到户、包干到户迅速在全国推广。农民的收入与劳

动贡献直接挂钩，“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

的全是自己的”。据测算，承包责任制对1978－1984
年农村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46.89％，占各项农村

改革贡献总和的96.4％④。农村政策的调整对城市

经济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 10月，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

制改革步伐的决定，要求在城市地区推行以承包为

主的经济责任制，赋予企业决定职工工资和奖金的

自主权。1985年 1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

改革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国营大中型企业

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

的办法。”这些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和经济效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全面概括了党的收入分配

政策：“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

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

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

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大会首次

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

充”的分配制度，对债券利息、股份分红、经营风险

补偿金等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为后来实

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进行了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

4.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效率与公

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的改革开放突破时期（1992—2011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了长久以来把市

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突出强调

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同年党的十四大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允

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并

且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全会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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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将社会保障制度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

五大环节之一。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化的职工工

伤、生育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党的十

五大进一步明确“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

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扩充了可参与分配

的生产要素，将管理纳入其中，并对生产要素参与

分配的方式加以明确。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创造条

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系列政策在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并强化了

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的合法地位，促进

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

在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上，党的十六大提出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

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

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然，党中央重视

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是因为我国行业及地区

之间在职工工资收入上差距过大；同时，在企业分

配中，劳动报酬和资本、管理等要素的报酬相比也

显得过低。针对行业以及企业的初次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中央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尤其是一线劳

动者收入的比重，运用税收手段限制初次分配中的

过高收入等具体政策。党的十六大之后，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更是进入城乡统筹、全民覆盖、全面发展

时期，力求多层次、宽领域地为城乡居民家庭，特别

是低收入居民家庭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此外，为缩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和居民收入差距，党中央在 20世纪末以后，逐步

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东北振兴的目标

和战略，实行了东部省份对中西部省份提供技术、

人才、资金以及体制等方面的支持。对某些贫困区

域实行“下山脱贫，迁移脱贫”等，中央到地方的扶

贫资金一步到位，直接发放给穷困居民家庭，杜绝

基层政府部门和社会各个层级的资金截流现象。

5.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的改革开

放深入推进时期（2012年至今）

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进入消除贫

困，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

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更将“共享”提升至新发展理念的高

度。习近平同志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⑤。在由“富起来”迈

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党集中力量对贫穷和富裕的

两极进行治理。

一是重视按劳分配是实现分配公平的根本保

障。针对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持续走低问题，

党的十八大强调“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

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

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此后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从创造平等就业

环境、提升劳动者技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实现路

径。2019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

步强调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

动者劳动报酬”。

二是深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机制。让生产要素

参与分配，才能提高各类资源的效率，增加产出，

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收入。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

出：“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

置……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

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增列为参与分

配的生产要素，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提高了

经济运行效率。

三是保障分配公平，规范分配秩序。党的十八

大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随

后出台一系列整顿分配秩序的具体政策，如对长期

存在的央企、国企高管畸高薪资明确设置上限，对

城乡低收入者加强政府补贴，对于截留国家扶贫

款、公款消费等行为坚决打击。

四是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党中央、国务院在

加强地区间转移支付、加强税收调节（包括个人所

得税、房地产增值税等）、集中更多财力用于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加大力度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发展社

会慈善事业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五是在全国范围实行“精准扶贫与脱贫”政

策。为啃下深度贫困这块“硬骨头”，2013年后相继

发布 4个中央一号文件落实精准扶贫政策。2015
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专门制定了 2020年 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的宏伟目标，相应提出产业帮扶、易地搬

迁等十余项具体实施方略，通过全党全国齐心合

党的收入分配政策与革命建设的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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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一目标在2020年底得以全面实现。

六是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推动全国共同富

裕的进程。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

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意见》，旨在从省级层面探索如何加快推进共

同富裕的体制和经验。该文件强调构建推动共同

富裕的体制机制，在浙江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

验区，完善按劳分配与多种方式并存的体制，在着

重保护劳动所得基础上，完善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

制度。该决定突出强调了支持浙江加快探索知识、

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拓宽城乡

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等多方面举措。

二、党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

不断胜利的法宝

1.党的收入分配政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从现实条件和革命建设目标出发来制定

纵观历史，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提出的收入分

配政策，都是适应于当时社会的现实环境，以符合

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提出来的，坚持

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其根

本特征。

一是在收入分配方针如何根据革命斗争策略

进行调整的问题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我国的国情是收入分配的极端两极分化。党明确

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目标，让最穷困的多数农民

群众能够得到生活保障，这一目标符合当时社会多

数人的利益。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和

富农共同抗日，我们又改变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采取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改

变限制富农的政策，采取奖励富农生产，在政治上

联合富农，起到了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作用。而

在抗日战争以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为动员

最广大民众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又恢复了对地主

没收土地和限制富农的政策。总之，从实际出发调

节利益关系，以团结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是党能够

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制胜法宝。

二是在按劳分配原则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充分

实行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紧缺，

多数人的温饱还得不到充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

能否充分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事实证明尚不具备

条件。因为按劳分配必须在产品有一定剩余的情

况下才可以进行。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即使对那

些付出劳动最少的普通群众也要保障他的基本生

活。同时，在国民经济起步时期，维持最基本的基

础设施，以及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也需要大

量资金。而对于付出劳动较多的人，要用经济运行

所产生的一定量的剩余来加以补偿或激励。所以

在当时基本没有剩余的情况下，就没有充分实行按

劳分配的条件。当时党采取集中调配物资和相对

平均地按照实际需要来满足各领域、绝大部分人

的基本要求，取得了稳定经济和社会的效果。而

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支持实行城乡的承包

责任制，支持一部分人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勤劳致

富，这时国民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因而

就有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可能性条件。从必要性来

说，当时的经济责任制，也必须以按劳分配的基本

分配制度为前提。

三是在促进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

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已经

明确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和非劳动

收入的合法性，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确认市场经济体

制的必要性，按要素分配还属于非制度性的概念。

而当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机制的目标以后，就必须将包括资本（货币

及各种不动产）、土地、技术，信息、管理等在内的所

有资源，都融入到市场要素的流通中，充分展示其

价值，发挥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显然，能否在按

劳分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作

用，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能否

成功的关键。对于各种要素在充分发挥功能提高

效率以后，所得利益的大小是否公正合理，必然是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键所在。

四是在何时和如何突出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

上。早在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就强

调了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同时

他也强调，“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

发达地区的活力”“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

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

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

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时至 2012年党

的十八大召开，已经超过了邓小平所设想的“本世

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十余年。发达地区经济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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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经济效率大幅提高，先富群体日益庞大，收入差

距也持续扩大。是不是具备条件立即“突出地解决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呢？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无论从必要性

和可能性角度，都是时候解决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战胜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了。关于具体

手段，邓小平当时就提出了发达地区多交点税，对

欠发达地区实行技术和管理经验转让，资金、人才

的对口支援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

确提出，在进一步增强发达地区活力的基础上，对

贫穷地区进行精准扶贫，鼓励和促进一部分富裕阶

层全力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特别是由“授人以

鱼”转变为“授人以渔”，确立贫困人群的生产致富

项目，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五是在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众

的收入水平，实现脱贫致富的问题上。传统理论认

为普通民众应主要通过勤劳致富以提高收入，但很

多低收入群众年老体衰或知识技能不足，难以在社

会竞争中获取较高收入。党中央认为在新时期通

过提高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是一条

见效快效益好的途径。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后，在

历次会议文件中都不断强调多渠道增加低收入群

众的财产性收入（见表 1），农民财产性收入总额在

最近15年中基本都在持续增加（由于统计口径的原

因，2014年后一度有所缩小，但 2017年后增长迅

速），而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农民

可支配收入总量大幅增加的缘故。在2021年《支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文件中，

中央进一步明确强调了“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

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丰

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

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探索股权流转、抵押

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

式。支持浙江率先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这些具有突破意义的历史

性举措，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指出了一条十分有效的

路径。

表1 2006—2020年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状况及相应的制度与政策

年份

农民人均
财产性收入增长（元）

环比增长率（%）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制度和政策背景

2006
100.5
13.6
2.80

2007
128.2
27.56
3.10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明
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
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当
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明
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
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
收益权”等一系列重大规
定

2008
148.1
15.52
3.11

2009
167.2
12.90
3.24

2010
202.2
20.93
3.42

2011
228.6
13.06
3.28

2012
249.1
8.97
3.15

2012年党的
十八大提出

“多 渠 道 增
加居民财产
性收入”

2013
293.0
17.62
3.29

2014
222.1
-24.2
2.12

2015
251.5
13.24
2.20

2016
272.1
8.19
2.20
2016年12月
中 央 发 出
《关 于 稳 步
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
改 革 的 意
见》

2017
308.9
13.54
2.30

2018
342
10.7
2.34
2018 年 至 2021 年
多份中央文件提
出，探索通过土地、
资本等要素使用
权、收益权增加中
低收入群体要素收
入，探索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等

2019
377
10.2
2.35

2020
419
11.1
2.45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党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了革命节节胜利，广

大群众不断富裕，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实现了一切

为人民的根本目标

我们将各个时期党的收入分配方针政策的核

心内容，及其在各时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推动作

用，简洁地用表格形式列出（见表 2）。收入分配方

针政策增进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党受到人

民拥护的根本基础。

我国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从贫穷走向“富

裕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成就。然而，由于高速发展

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也困扰着党。2003年以

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平均水平 0.44之

上，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虽然降为0.462，但仍然明显超过0.4这一

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但应该肯定的是，21世纪以来，党采取的一系

列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取得

了相当明显的成果。首先从区域差距来看，我们用

国际上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差

距变化状况的錫尔系数，依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

党的收入分配政策与革命建设的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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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全国 31个省

（区、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块，可以看出

从 1992年到 2020年，全国总体的差距有一个先是

扩大，而后逐步缩小的过程（见表 3）。最高的发生

在 2006年，总体差距达到 4.558，而后逐步缩小，至

2020年降为 2.572。导致区域差距缩小的主要因

素，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缩小：从 2006年最

高的 3.168，缩小到 2000年的 1.495；从各区域内部

表2 党的收入分配方针政策及其对中国革命建设的推动作用

时 期

民主革命时期
（1921—1949年）

新中国成立
以后30年

（1949—1978年）

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92年）

改革开放
突破期

（1992—2012年）

改革开放
深入期

（2012年至今）

收入分配方针政策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没收地主土
地，农民“耕者有其田”。抗日战争时期
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总体实行集中调配、平均主义的财
富分配方式，农产品统购统销。一些地
方实行半供给制和半工资制并加以推广

切实按劳（质和量）分配，普遍实行农
村和城镇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允许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以实现共同富裕。承认多种
分配方式以及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

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允许
属于个人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
收益分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行西部
大开发等区域协调方针，省际结对帮扶

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
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重视精准扶贫；限制
和调节过高收入。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

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推动作用

“打土豪分田地”动员起亿万群众参加革命，农民踊跃参军
支前，工人和劳苦大众拥护革命。强大的利益机制形成生生不
竭的战斗动力，保证了我党和我军在革命战争中的胜利

对于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和政治局面，保障最广大
人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作用，同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进
行工业化建设，对巩固国民经济基础产生决定性作用

充分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农业和工业管理大幅度改
善，生产潜能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农业及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和
经济效益的提高都是空前的。商品经济大潮风起云涌，一部分
人积极经商致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各类资源的效能和价值
充分发挥，极大提高了群众的收入水平

充分激发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动能，效率加速提升，支持了
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发展速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既重视
效率也注重公平，遏制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社会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维护了社会稳定，更多的群体在市场经济
中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成效显著。区域间的发展协调促进了
东中西部差距明显缩小

2020年全国绝对贫困地区全部脱贫。2021年 7月习近平
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2020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189元，如期实现翻番。中国建成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表3 1992—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间及全国总体差距的变化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人均收入差距（锡尔系数）

东部内部

0.869
1.117
1.165
1.049
1.009
0.929
0.948
1.137
1.228
1.289
1.164
1.219
1.234
1.245
1.206

中部内部

0.161
0.145
0.179
0.149
0.115
0.100
0.089
0.086
0.086
0.077
0.077
0.084
0.081
0.073
0.067

西部内部

0.138
0.134
0.085
0.087
0.074
0.080
0.063
0.060
0.067
0.074
0.073
0.077
0.085
0.099
0.116

地区间

1.720
2.369
2.829
3.044
2.980
2.918
2.698
2.741
2.702
2.762
2.795
2.942
2.936
3.078
3.168

全国

2.888
3.764
4.258
4.331
4.178
4.027
3.798
4.024
4.083
4.202
4.109
4.321
4.337
4.494
4.558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均收入差距（锡尔系数）

东部内部

1.117
1.054
1.025
0.989
0.908
0.839
0.974
0.957
0.961
0.970
0.974
0.985
0.984
0.963

中部内部

0.048
0.045
0.045
0.046
0.046
0.044
0.048
0.046
0.046
0.049
0.051
0.054
0.056
0.050

西部内部

0.108
0.145
0.148
0.135
0.153
0.153
0.107
0.105
0.093
0.088
0.080
0.074
0.068
0.064

地区间

3.013
2.862
2.776
2.694
2.473
2.272
2.107
2.050
1.933
1.848
1.782
1.726
1.651
1.495

全国

4.286
4.106
3.994
3.865
3.580
3.309
3.235
3.158
3.033
2.953
2.887
2.839
2.759
2.572

注：1.因锡尔系数的原值较小不便于分析，表中的锡尔系数均为原值乘以100得出；2.居民的人均收入系以城乡人口加权

平均得出；3.各年份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均按当年价格计算，这不会明显影响区域间的横向比较和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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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看，降幅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从0.116
缩小到0.064。

三、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

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

下，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方

针和政策，还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更加科学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 1993年党的十四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这一提

法得到全社会的一致拥护。此后由于收入差距的

问题日益突出，对于究竟如何理解“效率优先”，是

否需要重新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党内外产

生一些争论。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

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

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

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提法并没有否

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基本命题，而是不断完

善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正如习近平同志

2005年在《浙江日报》发表的短文中所阐述：“首

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

提才得以持续。当前，在促进效率和维护公平上出

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这个方针本身存在什么问

题，而是没有真正让效率得到充分发挥，使公平得

以兼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只能是相对的，

不能离开生产力水平开空头支票、盲目吊高胃口。

要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必须扩大中等收入者的

比重，使社会收入结构由高收入者很少、低收入者

很多的金字塔形，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为主体、高低

收入者占少数的橄榄形。”⑦任何分配都必须以物质

财富不断涌流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即使分配再

公平也只能是共同贫穷。所以在分配方针上强调

先要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产生多数人的福利不断

增长的结果。如果形式上分配是真的很公平了，可

是人们所实际得到的却越来越少，那是所有人都不

愿意看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两者关系的基

本准则，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但在具体工作中，

又应该确定不同的工作重点。例如在一定时期，

生产效率出现降低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必须

更侧重效率；而当分配差距过大，甚至出现社会矛

盾加剧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必须更加注重公

平。但是这种注重公平，并不否定始终要将效率

放在优先位置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绝不能够

通过降低效率来实现公平。

2.继续在初次分配领域大力解决公平问题

党的十七大根据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实际情

况，强调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

公平的关系”，其实质是针对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

的较为严重的行业之间、区域之间收入的不平衡问

题。多年来我国的某些行业收入明显偏高，例如金

融、信息、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其平均收入水平通

常会高于中低层次制造业（如纺织服装业等）平均

收入的 50%以上。就地域之间而言，东部发达省

（区、市）的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市）。之所

以产生初始分配领域的行业、地域之间收入的差距

过大，一是因为市场的部分失灵导致要素配置的不

合理，形成初次分配不公平。从理论上说，如果市

场机制十分完善，能够形成真正的完全竞争，充分

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应该不会出现初次分

配明显不公平的现象。我国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

就是由于存在着某些行业的垄断现象，一般的要素

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由充分地进入这些领域，例如

金融业，国家赋予某些金融大企业在全领域的垄断

经营权，从而为这些领域的低成本（竞争成本较低）

和高盈利（对产品的刚性需求和垄断经营的有限供

给的矛盾而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这就使得在初

始分配阶段，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悬殊就已

产生。二是因为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诸如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与企业人员，创造收入的来源和机制的不

同，而在退休以后，当他们统一都由国家社保体系

来提供养老金以后，原本就依靠国家税收来保障的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仍然有着较充分的收入来源，

而企业人员，在脱离企业以后，其养老金不再由企

业提供，而转由政府和社会来提供，势必和原来就

由政府提供的人员出现明显的落差。因而在初次

分配领域重视公平的问题，是与现有的经济体制机

制、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并不容易

在短时间内采取硬性措施加以解决，还需要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通过增量的调节，逐步促进矛盾的缓解

和问题的解决。

党的收入分配政策与革命建设的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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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鼓励民众创新创业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从浙江、广东等省改

革发展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广泛发展多种所有

制，让国有、集体、外资尤其是个体私营等有良好的

政策支持，充分地发展起来。让最大多数的人能够

依靠劳动致富、创业致富、技术致富、资产致富、信

息致富等，在市场经济中获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是最突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法宝。例如浙江省是

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最高、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

同时也是在全国各省中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最为充

分的省份。全省各地（市、县）在发展民营经济上，

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民营经济在农村发展

相对比城镇更为充分，农民中的“泥腿子企业家”数

不胜数，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主力军。这也造成了浙

江全省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北京、天津等特

大城市郊区的农民还要高。可以说，以早期“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为起始点的浙江民营经济的广泛

发展，就是共同富裕的广泛发展。这种共同富裕又

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的，具有牢固的基础。反

之，如果是依靠二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其原动

力、经济基础和分配机制往往缺乏牢固性和稳定

性。未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然是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将成为中国各地人民群众脱

贫致富、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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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s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and the Victory Road in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Chen Zifang
Abstract: The party’s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ranged from the confiscation of land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rmer’s land to relatively even distribu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multiple distribution methods coexisted, allowing some people to get rich first
and adjust income Gap,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ow to adjus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revolutionary
strategy,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how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labor factor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when to emphasize the promotion of getting rich first and helping to get rich later, and how to enable rural
residents to obtain more property income. Above, the party’s correct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evolution building process. At present, the income gap in all aspects of our country has narrowed, an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shar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 Fu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need to better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olve the fairness of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innovate.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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